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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邓小平眼中的“小事一桩”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一些曾被打倒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等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一天下午，在京西宾馆开大会，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宣布：“明天下午3点，仍在这里继续开会。”当时，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小平同志的听力不太好，这个口头通知他未听清楚。第二天下午开大会时，小平同志未能到场。

    当时，小平同志刚从江西回来不久，在那种政治风气下，如果突然在应该出席的场合消失了，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

    开会时，一向严谨的周总理发现了这一问题，对会务组提出了批评，后来要求会务组写出检讨书，向小平同志当面道歉。

    第二天，大会分组讨论。负责给小平同志送检讨书的会务组工作人员鲍先广提前来到小平同志所在小组会场。趁讨论还没开始，鲍先广抓紧时间上前，说明原因。谁知小平同志微微一笑“小事一桩，检讨什么？”检讨书他既没有接，更没有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迅速将目光又移到了手中的文件上。

    会议快要开始了，鲍先广把检讨书放在他身边的茶桌上立即离开。散会后鲍先广发现，小平同志已经走了，可那份检讨书还放在那里，动也没动。鲍先广只好把它拿回来，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会务组的其他同志听了送检讨书的经过后，都为小平同志那种宽厚待人、关爱下属的博大情怀所感动，赞叹不已。
【历史见证】
吕正操河间行

马凤云
    “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我离开冀中四十三年之后，又回到那里去看望，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探亲。我到了雄县、任丘、高阳、蠡县、安国、深泽、晋县、蒿城、安平、河间、霸县等地方，看到乡亲们在走过了艰难曲折漫长的道路之后，正以一种高昂的热情建设新的生活，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正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这是吕正操在他的《冀中回忆录》一书结束语中的一段话。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吕正操率领冀中军区八路军会同广大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冀中人民生死相依，亲如骨肉，结下深厚情谊。半个世纪过去了，吕正操将军始终深深怀念着抗日战争中血洒冀中的烈士和战友，深深怀念着冀中的人民和这里的一草一木。他虽不是冀中人，但他一直把冀中当作自己的家乡。冀中大地、冀中的父老乡亲，在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心里始终念念不忘。
    6月15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偕夫人，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冀中区抗联主任史立德、河北省办公厅副主任萧风陪同下，不顾80余岁高龄和旅途艰辛由饶阳来河间。在县招待所吕老与当年曾在一起战斗生活过的部分老同志进行了座谈。

老战友们畅怀叙旧，回顾了当年在冀中区的战斗、工作情况。他们从1938年六七月间改编冀中较大的地方武装——游击第一师，说到1939年1月底冀中军区同贺龙率领八路军一二○师在惠伯口会师，最后谈到“河任激战”。吕老高兴地说：冀中人民拆城墙、挖道沟，改平原为山地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河间城西黑马张庄村落伏击战就是一次漂亮的战斗。这次战斗充分利用村落优势搞伏击消灭敌人，为平原作战创造了好经验。随后又打了著名的齐会平原歼灭战。这次战斗贺龙率刚刚合编的一二○师独一旅、独二旅在河间县齐会村，趁日军吉田大队孤军深入之机，集中两个旅兵力，灵活指挥，四面设伏，战胜了敌人的毒攻、火攻，连续作战三昼夜，消灭日军吉田大队700余人，打了一场漂亮的平原歼灭战。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也参加了齐会战斗。他在战地手术室连续工作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和治疗。齐会战斗，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光辉范例，打击了敌人，锻炼了新编部队，鼓舞了冀中人民的斗志，震动了全国。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此发来贺电，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也发表社论，对齐会战斗进行表彰，庆祝胜利。
吕老谈到这里，问身边的县人大主任高保荣：“我在冀中当司令员那时，你在哪里？”高保荣回答：“那时我正在村里当民兵。”接着又问县政协主席南清波，南清波也作了同样的回答。吕老情不自禁地说：是啊，冀中军区和贺龙率领的一二○师在冀中坚持游击战，是与冀中人民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无论是战斗支前，还是物质支援、扩兵参军，冀中人民都表现出高涨的抗日热情、无私奉献的精神。战斗前，他们自动为部队送情报，当向导；战斗中又主动烧水做饭，冒着生命危险送上火线，还卸下自家门板，抢救伤员。齐会战斗中，周围20里以内的老乡自动组织起来，抢救伤员，运送给养，群众推车、提篮像赶集一样从四面八方送来茶水、绿豆汤、烙饼、馒头等。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坚持冀中游击战争不是可能的。
    中午，老同志们用餐时边吃边谈。时村乡的一位姓赵的老同志，回忆起在冀中军区当兵时的事说：“有一天我夜间值班站岗，吕司令员路经这里，因为没有说出口令，被我打了一枪，幸好没有打中。后来连首长找我说吕司令员叫你去一趟，我当时心情很紧张，心想这下完了，非得让司令员批评一通。到了司令部，吕司令员见我很紧张，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要紧张嘛，你做得对，任何人答不出口令，你就不能放他过岗，司令员也不例外。听了吕司令员的话，我绷紧的心才落下来。

    吕老听到这里用手拍了拍头，笑着说是有这么回事，这样的事还不止一次呢。在座的老同志都大笑起来。

    午饭后，吕正操副主席和部分领导及老同志合影留念。随后去了安平县。

                            （作者单位：河间市委党史研究室）
【本刊专稿】
读左德兴文章所想到的

李瑞昌
看到左德兴刊登在《鉴政沧州》2013年第30期文章《回忆毛泽东时代沧州经济建设的一些情况》，认真读了。他在文中，开列了沧州、盐山诸多事实、数字，从办电、农业、副业和社队工业以及县办工业等方面，特别是说到沧州大化、炼油厂的建设，以说明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不抓经济建设”，很有说服力。于是，我也围绕“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一些情况，想到了三点，以资讨论。

一、“抓革命促生产”

对于革命，毛泽东有两个方面的说法：一是“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中间阶级。”（《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1页）对于这个矛盾，“如果处理得好，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还说，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在文化领域里存在着革命的问题。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二是“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38页）“技术革命”，也就是发展生产力；“文化革命”，也就是改变愚昧落后的状况。“抓革命，促生产”的这个“革命”，应当是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当时“抓革命促生产”的统计资料显示：“文革”十年工农业总产值（那时，还没有GDP一说）平均增长7.66%，分年度如下：

1966年比1965年：17.3%；1967年比1966年：－9.6%；1968年比1967年：－4.2%；1969年比1968年：23.8%；1970年比1969年：25.7%；1971年比1970年：12.2%；1972年比1971年：4.5%；1973年比1972年：9.2%；1974年比1973年：1.4%；1975年比1974年：11.9%；1976年比1975年：1.7%。（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

总量由1965年农业的833亿元增加到1976年的1378亿元；工业由1402亿元增加到3158亿元；累计十年，由2235亿元增加到3536亿元。另，几种主要产品增长情况：

原煤917%；钢335%；原油499%；发电量148%；化肥117%；塑料148%；棉布209%；粮食338%；油料616%；全国农民、城市市民消费水平由244元增加到340元。物价基本没有动。人均寿命由建国前的36岁增加到1976年的68岁，增加了32岁；1964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967年出现了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高潮。（见《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

邓小平在第二次履职后，搞了一系列的整顿。他在讲到怎样整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整顿就是要解决“坏头头”的问题。“解决坏头头”，实质上也就是革命的内容。实际上，近30年来，不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也可以说是“抓改革，促经济”。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李克强从2013年9月3日到11日，在9天内四次谈改革。他强调说：“中国改革大势不可逆转，推进改革必将释放出新的制度活力。”2013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据当日的新华社电：“会议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次会议第一次用了“革命”这个字眼。可以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经济发展，促社会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思路，也是规律使然。

毛泽东讲的革命的思路，习近平同志讲的改革的思路，都不是就经济抓经济，更不是就事论事。经济的发展，有经济本身的因素，如资金、项目、技术等等，更有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因素。事实上，经济外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关系，还有解放思想等，对于经济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二、“大跃进”

当时的“大跃进”，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急躁冒进，各级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口号，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搞经济，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也造成极大的浪费。这一点，毋庸置疑。另外，还需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不是不抓经济，而是特别想把经济搞上去。1958年1月，毛泽东发表《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1958年1月28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说到：“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七百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急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改变落后状况，这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其实，不仅毛泽东，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大多数，也包括基层干部群众，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面对当时与苏联关系的破裂，面对西藏平叛和中印关系紧张，特别是面对经济十分落后的现实，上下同欲，都憋了一股劲，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尽快地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既然“站起来了”，就要“富起来”，这股劲不发则已，一发则不可收拾了。

 只是，毛泽东抓经济，太过急迫，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因而效果与动机相违。但是，在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大跃进”、“总路线”的总的精神，还是在发展经济上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这一点应当充分肯定。

第二，提出“大跃进”，也包括“总路线”的初衷是好的。当时叫“大跃进”，近些年不少地方都提出或提出过“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的口号。什么叫超常规？什么叫跨越式？它与“大跃进”很难说出本质的区别，都是想要发展快一点。用邓小平的话说，叫“发展是硬道理”。他还由此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国经济多数年份是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在增长，即使是一位数，也在7%以上。这对于发达国家3%的增长速度来说，也算是跃进了。总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是为了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不再受洋鬼子的欺负。他们对此负有强烈的紧迫感。

这样说来，问题不在于总路线和“大跃进”本身，而在于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搞经济建设；而在于在“大跃进”过程中严重的浮夸等问题。

第三，毛泽东对于浮夸等问题一经发现，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他当时是这样讲的：“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还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在分析讲假话的原因时，尖锐地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0——813页）毛泽东的这些话，包括直接通过《党内通讯》把这个指令直接发给生产小队，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可见纠正浮夸之心切。当然，这里说的“一吹二压三许愿”，这个压，主要是毛泽东本人在压。所以，对于浮夸，毛泽东是始作俑者。但是，这不是他的初衷。特别是，他对于自己的错误，没有掩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对于发生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还说，要让大家把话讲出来，“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第四，实际上，在“大跃进”时期也有一些口号，从问题的本质意义上应当说并不是消极的。譬如，在人们口头上流传最多，在墙上最常见的一个口号是：“千斤稻，万斤薯，多穗高粱七百五。”现在，袁隆平改良的水稻品种，亩产已经达到了1034公斤，比当时说的1000市斤高出了一倍多；万斤薯早已不是口号，而是成为现实了；过去叫多穗高粱，后来改良为杂交高粱，也已经达到了亩产两个“七百五”的水平。作为口号，它不应该等于过去，那是把人们拉向倒退；也不能等于当时，那样就没有意义；它应当是引导人们向前进而又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是可望可及的。这个口号就是这样。

近30年来，我们确实实现了“多快”，全世界都公认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胡锦涛同志也曾提出过国民经济发展“又快又好”的要求。“多快好”，这与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号召，在“多快好”的基础上就又加了一个“省”。所以，提出“大跃进”、“总路线”的初衷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实施过程中走了样。
三、“一定要根治海河”

1963年8月上旬，海河流域特大暴雨下了几天几夜，河北全省101个县市有5000余万亩良田被洪水淹没，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所见一片汪洋。地方驻军派出飞机向困在高地和土坡上的灾民空投食物和药品。这次水灾刚刚过后，毛泽东4次巡视河北省灾区。他屈指算起河北解放以来15年年景：三年大灾，五年中灾，三年丰收，四年中收（他对一个省15年的年景了解的如此精细，可见关心的程度——笔者）。……这时，他俯下身子看桌上铺开的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会又转过身来对刘子厚等人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你们有时间，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70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就把水治好吧!”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对毛泽东说，“河北正在筹备一个全省抗洪救灾展览，我们想请您为展览会题个词。”毛泽东当即答应，并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林铁，你也别再做四川人了。”当年11月17日，毛泽东题词是七个大字：“一定要根治海河!”河北人民在毛泽东题词鼓舞下，开挖、疏浚潮白新河、永定新河、子牙新河、漳卫新河和独流减河的出海干道，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邓小平1975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河北汇报，欣慰而又风趣地说：“你们成了上中农啦。”（据李约翰等《毛泽东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所以要讲到毛泽东这个题词，在于“根治海河”使沧州的农业经济受益匪浅。在那之前，沧州地区，特别是运东，盐碱地问题一直困扰着沧州人民。当时民间有句流行的话：“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旱不涝收碱嘎巴。”农民种的庄稼苗，不下雨，就要干死；一下雨，特别是下小雨，就要碱死”，毫无办法。老百姓不得不搞一种副业，叫“熬硝”，就是将地皮上的白碱嘎巴刮起来，在锅里熬，最后结晶成硝，也就是硝酸钠、硝酸钾与氯化钠、氯化钾的混合物，制作炸药会用到。当时地、县领导提出的治理盐碱地的经验是：念“排、台、改‘三字经’”，当时搞了大批的台田，有效果，但治不了本。自从根治海河以后，盐碱地问题才真正得以解决。因为盐碱的发生规律是：“盐随水来，盐随水去。”海河干道与海洋通了，地下水位下降了，盐碱也就随着“去”了。

毛泽东当时是从整个河北防洪救灾出发提出根治海河号召的，但是，对沧州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给沧州人带来的收益，非同小可。当然，为了河北，也包括为了沧州。他说的“生在湖南，死在河北”，感人至深。

正如左德兴在他的文章中讲的：“虽然集体企业彻底消失，但我们不能忘记它是后来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开路先锋和奠基者，更不能把曾经辉煌过的历史说成一片空白，得出毛泽东时代不抓经济的结论。”“为让人们对那个时期经济建设的历史多一些了解，仍不揣冒昧和浅陋，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写成此文，以资鉴政。”

我注意到，社会上（不是指沧州）一些所谓学术名人，不加分析和批判，一味歌颂孔子，诋毁毛泽东，利用70后、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党史、历史，尤其是建国后前30年的历史不甚了了，以售其奸。须知，对于毛泽东其人，是一道需要用微积分解决的问题，而用加减乘除来解决，显然太过简单了。

（作者系原沧州市市长）

【专题史料】
沧州无线电管理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王树恒    孙福军
沧州的无线电管理事业始建于1971年6月。40多年来，沧州无线电管理事业经历了由军队管理到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从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负责，到成立专门的无线电管理机构；从地、市分设到成立沧州无线电管理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经变迁，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拓展，在频谱资源管理、电波秩序管理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推动沧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回顾沧州无线电发展的历史，与我国无线电发展的大环境密切关联。建国初期,由于新中国刚刚从战争体制转入和平建设体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无线电管理工作尚未提到重要地位。自60年代起，新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围堵，腹背受敌，周边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因此，无线电管理工作主要服务于国防和军队，由军队有关部门管理。

1971年，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恢复和成立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通知》，6月14日，始建沧州地区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接受中共沧州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和沧州军分区党委领导，统一管理无线电频率的划分和使用，统筹安排各种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和审定站台具体位置，指导无线电通信保密工作，提出消除工业无线电干扰的建议，监督和管理无线电台站的设置和使用。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子清任主任，军分区副参谋长吴炳文、地区革委生产指挥部负责人张庆祥任副主任。办公室设在军分区通信科，实行军地联合办公，以军队为主。各县、市无线电管理工作，由人民武装部指定专人负责。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无线电管理的指导思想由“少设”“严管”转到三个服务（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国防）和提高经济效益上来,特别是从1984年后，民用无线电事业发展迅猛。国家和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发生重大变革，从三级管理体制变为两级管理体制，办事机构从军队转移到地方。而后，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作为协调议事机构被撤销，其职责由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履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内设职能司局，无线电管理正式成为一项政府职能。
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调整各级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组织机构的通知》（国发【1984】58号），决定把国家无线电管理工作从军队转到地方,对外开放,全面承担起统一领导全国无线电管理的工作。据此，沧州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下简称无委会）从1985年起正式由军队管理移交地方管理，军分区的领导不再担任无委会主任。移交后的无委会主任由地区行署副专员沈志鸣担任，副主任有军分区副司令员张玉民、行署副秘书长王法进担任。办公室设在地方政府办公室。当时，沧州地、市分设，但沧州市警备区还未成立，所以，沧州设沧州地区无委会和沧州市无委会，分别接受沧州地区行政公署、沧州军分区和沧州市人民政府、沧州市人民武装部的双重领导。沧州市副市长高尧隆担任沧州市无委会主任，副主任为沧州市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杨家昌、市政府副秘书长董世荣。下设办公室管理所辖区的无线电业务。办公地点分别设在地区行署办公室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1986年4月，沧州市警备区成立，沧州市无委会对人员进行了调整，沧州市警备区参谋长李怀德担任沧州市无委会副主任。此后，根据领导变动情况，及时进行了人员调整。1987年，沧州地区建立无线电监测计算站，列事业编制，与无委会办公室合署办公。1993年，沧州地、市合并，地、市无委会也随之合并，合并后的主任为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薄绍铨，副主任为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怀德、政府副秘书长王继丰。

三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无线电事业的发展要求无线电管理机构的加强。1996年，根据冀政办【1996】9号文件，“关于调整河北省无线电管理体制及办事机构设置等问题的通知”，全省各地、市撤销无委会及其办公室。由河北省无线电管理局派出管理机构。据此，我市于1996年6月成立新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名称为“河北省沧州无线电管理处”，为正处级单位，受省无委会和沧州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无线电管理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本辖区无线电管理的具体办法；按照审批权限，审查无线电台（站）建设布局和台址，指配无线电频率和呼号，核发电台执照；对本辖区内各类无线电台（站）实施监督管理；负责本辖区内研制、生产、进口、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核收并上缴无线电管理相关费用；完成上级和当地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2001年政府机构改革，河北省新组建信息产业厅，直接领导河北省无线电管理局及其派驻各市的管理处。沧州市无线电管理处更名为“河北省信息产业厅沧州无线电管理分局”，实行河北省信息产业厅和沧州市政府双重领导。2009年12月，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无线电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冀政办【2009】76号）文件，更名为“河北省沧州无线电管理局”，规格仍为正处级，由河北省无线电管理局管理。其职责和职能不变。到2010年底，沧州无线电管理局完成了无线电监测网、地理信息系统、台站数据库系统等，实现了无线电监测指挥调度、监测监控、数据接收、数据处理与储存、视频会议、电话会议、录音录像等功能。监测站的布局涵盖了沧州市区、华北油田、大港油田、黄骅港、民航航路等区域，进行实时无线电监测，保障合法电台的正常使用，并及时发现非法电台及各类干扰。
四

沧州无线电发展40多年来，从“戏匣子”到数字移动电视，从“平信”到手机“短信息”、无线互联网、可视电话，从指北针到全球卫星定位，从磁石电话到“全球通”，从模拟无线通信异军突起，超短波对讲系统、集群系统与固定电话网联接，寻呼机、大哥大等公众无线通信网的商用，到第二代个人移动通信迅速普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各领域广泛应用，卫星通信、扩频通信、互联网的无线接入纷纷涌向市场。到目前，沧州区域在用的无线电台站11066部，其中超短波电台1062部，运营商基站6125座（含小灵通基站），广播电视台站92部，铁路超短波电台1184部，防汛电台413部，油田在用无线电台站1000余部，港口在用无线电台站1500余部，微波、地球站台站432部，集群电台约843部，船舶电台90部，手机用户635万。随着沧州的全面发展，无线电业务已经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无线电通信网络在沟通国内外通信、保障党政机关不间断指挥，抢险救灾、生产指挥调度、维护社会治安、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国防效益。特别是近年来，管理局在河北省工业信息化厅、河北省无线电管理局及沧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完成日常无线电管理的同时， 加强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在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突发事件、防范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等各项保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为保障奥运会以及沧州辖区内航空、航海、铁路、公路交通无线电通信安全，保障北京良好的电磁环境，沧州无线电管理局将重点地区的频率台站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建立了奥运保障专用数据库；还重点对大功率、高天线台站，各类卫星电视干扰器、移动通信干扰器，出租车电台、服务业使用的对讲机等进行检查整顿和清理，共涉及单位40余个，台站近500部。2009年建国60周年阅兵，沧州是保障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沧州军用机场的无线电通信安全，是一项特别重大的政治任务。管理局按照上级提出的“竭尽全力，确保万无一失”的指示精神，多次与空军机场通信部门进行专项协调，参与保障人员坚守岗位，在飞机起飞、编组、受阅、返航、降落等全过程中未检测到异常信号，也未发生无线电干扰事件。

如今，无线电走进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使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对无线电也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离不开的过程。随着各类无线电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无线电业务的快速发展，无线电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形势要求，不断加强手段建设、特别是技术手段建设，无线电管理科学化水平将会得到显著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国家安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王树恒，沧州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孙福军，  沧州军分区军志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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